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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 2017 年 2 月 26 日﹝重塑社區經驗講座系列：第二節 民協經驗﹞ 

 

講者：許錦成 (民協創黨成員) 

評論：呂大樂 (教大亞洲及政策研究系教授) 

主持：江貴生 (民協成員) 

講座文字整理：劉麗凝 

 

講者：許錦成(民協創黨成員) 

 

讓我先介紹自己的背景，我 80 年代於中大社工系畢業，畢業後一直都是做社區工作。

今天我被邀請分享「社區的經驗」，社區經驗可說是民協的品牌。 

 

我嘗試將社區工作做兩種分類(社工式的和參政式的)，然後看大家想把討論重點放在哪

一個。無論是那一個分類，我都認為有「變與不變」的部份；所謂「不變」的是指價值

觀、信念和目標，而「變」是指每個不同的社區，介入的手法、服務的對象可能也不一

樣，或者是整個大社會氣氛，因為工作的手法、策略都會改變。 

 

如果純粹講社區工作經驗的話，特別是從社工的專業來說，基本上我們進入社區，是不

會有任何先設的工作，但我們有價值觀和信念，例如嘗試做到社區的自主，讓社區內的

居民可以決定社區內的事務，還有建立社區的歸屬感，培訓社區的領袖等，這都是我們

希望達到的目標。 

 

參政式的社區工作就有點不一樣。以民協作為例子，民協於 1986 年成立，由十多個團

體組成，民協是一個參政團體，這個參政團體的前身大多是以民生關注組的形式，通過

參政的途徑去關注社區的事務，例如馮檢基代表深水埗民生關注組出選83年的市政局，

李永達來自葵青區的石籬民生關注組。當時大家有一個信念，就是認為社區是一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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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參與和教育的地方，甚至是推動民主信念的平台。 

 

馮檢基 83 年參選市政局時提出「一加一大過二」講法，即民選議員加上一個壓力團體

這兩重身份，可以帶來更大的發揮和影響力。馮檢基當時擔任公屋評議會的總幹事，負

責推動公屋區重建的工作，因此馮檢基當選後可以更有效地利用這兩重身份去影響政府

的房屋政策。 

 

當時大部份重視地區工作的議員(包括區議員、市政局議員)都認同馮檢基提出的「一加

一大過二」的想法，他們會在屋邨內開設自己的議員辦事處，同時成立自己的居民團體，

去推動居民的社區參與。如果只設立議員辦事處，就會令人覺得義工只是來協助議員，

但如果我不想協助議員，只是想幫助社區又怎麼辦呢？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加入民生關注

組。 

 

另一個重要的背景是《中英聯合聲明》的出現，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承諾，在殖民統治時期，港人沒有心理準備要去建立港人的管治班子，當港人

治港的問題出現了，我們發現如果只搞民生關注組，是回應不了整個社會的歷史，因此

看到有迫切需要搞政黨，這就是民協成立的主要原因。 

 

民協議員的特色是重視社區工作，會推動居民參與，也有居民團體，這就是我理解的民

協特色。為何民協這模式在八十年代如此成功呢？從我的經驗來說，因為社區裡真的懂

得去組織居民、回應社會需要的人不多，傳統的組織(如街坊會) 不太懂得用社工式的組

織方法去組織居民、爭取權益；當時的政府仍然處於相對封閉的狀態，他們在很多制度

和政策安排上做得不是太理想的，社區問題(尤其是公屋重建的問題)相當多，這是組織

者是最歡迎的狀態，同時是對我們最有利的狀況，我們用社工的手法，按社區的需要做

社區工作，簡直無往而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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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年代表公屋評議會參加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超過九成是當選的。當民協在 86 年成

立做政治團體，而非政黨的時候，都會有它的政治理念。民協很強調地區的工作，以接

近社工式的手法，按居民的需要去組織居民去回應社區的需要，為他們爭取權益。 

 

當然爭取權益的事件未必是地域性的，例如我在竹園區的環境衛生，跟長沙灣的環境衛

生沒有關係。但如果從一個政策層面來看，例如今天我爭取重建公屋的政策，除了竹園

區外，還有樂富等其他社區都受影響，所以那時民協一直用民生的手法入手，但以地區

作為基礎，同時又回應整個大社會環境，特別是八、九十年代的房屋政策，政府做得不

是太完善，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間。 

 

民協的全名是「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我們覺得民主、民生是要並進的，我們用民生

政策、社區問題、社會政策和居民，尤其是基層市民最關心、最觸動他們的事情作為入

手點。我們進一步推動民主的訴求，而訴求是民主回歸；我們認同是要回歸的，但回歸

是要爭取民主的制度，所以民協通過地區去推動民主，然後去回應一個小社區，甚至是

大社會的氣候，民協從 88 年區議會選舉、91 年的立法會選舉及 94 年的區議會選舉，

一直都在配合這條路線。 

 

我們的地區工作能否回應到社區？如果區議會選舉是一個指標的話，我們在 94 年的區

議會成績是理想的，在眾多的政團中是最好的，有八成的成員當選了。如果我們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民協的主要對手是建制派，不過無論在地區組織還是選舉策略上，

建制派以往都不是太成氣候。92 年民建聯成立，我們都認為他們根本就不成氣候，就

算去到 99 年，如果純粹講地區組織，甚至從政黨的角度去看競爭，我們覺得如果繼續

用民協這一種深耕細作的社區式，組織居民反映意見，這種手法仍然可以在區議會選舉

擊敗建制派的，但慢慢你會發覺建制派在進步中。事實上，組織居民是需要需要有事件

發生的，事件就是行動的推動器來的，如果沒有事件就無法推動的。坦白地說，九十年代，

特別是九七以後，我們服務的屋邨，已經再沒有太多黑白分明的事件發生了，就算是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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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政府已改善和落實得七七八八了，變成只能去做個別社區的事件。同時，建制派開始

學懂得這些組織的手法和工作。 

 

我還想補充一點，政治選舉都是要講政治氣氛的，過去有兩個重要的事刻對政治選舉帶來

很大的影響，一個是 89 年的六四事件，另一個是 03 年的七一大遊行。六四事件後，不少

市民支持民主派，但民主派內部開始有一些區別，有些走前一點，有些做回溫和民主派，

我覺得這對細區的影響不是太大，區議會選舉只影響一萬多選民，這分別在立法會的層面

才會顯現出來。 

 

03 年七一大遊行後，對民協、甚至是整個泛民政黨開始帶來衝擊。如果你單看 2003 年

的區議會選舉成績，建制派是大敗的，特別是民建聯，但以後的立法會選舉及四年後的

區議會會選舉，建制派開始大勝。如果大家有印象，03 年區議會選舉後出現一篇《區

選無間道》的文章，解釋建制派（尤其是民建聯及工聯會）如何去處理自己的區議會選

舉。03 年七一大遊行後，中央政府覺得香港是有機會失控的，甚至去到一個關乎政權

的問題，於是決定全方位介入香港的選舉。你看到 04 的立法會選舉、07 的區議會選舉，

建制派開始放了大量資源在社區，就是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蛇齋餅糭」，這對於非建

制度的地區工作帶來極大的衝擊。 

 

基本上地區工作策略可分為 1)社區福利、2)社區服務和 3)社區組織，社區福利就如「蛇

齋餅糭」般派給市民，基本上甚麼都派，但現在的建制派又並不全都停留在「蛇齋餅糭」

這個層次，他們都提供自己的社區服務（例如維修服務），工聯會本身都有自己的黨工，

會定期探訪、關顧居民。按以上的分類，80 年代我們落區主要是做社區服務和社區組

織，重點是社區組織；我們沒有資源去派福利，亦無需要去派，因為單是處理社區問題

經已足夠。現在區議會選舉的文化，我們都被迫去派，不可不派，中產階層當然不需要，

但基層、公屋階層的市民是相當看重社區福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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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年七一大遊行後，對於我們這些政治組織的衝擊是，建制派全線將大量的資源投放在選

舉工作中，充足的資源有利於他們操作區議會選舉，建制派經過三、四次的區議會選舉後，

就已經完全掌握了遊戲玩法。 

 

所以我一開始才會提出一個分類，到底你們想知道的是民間社會、社工式的地區組織，

還是政團的地區組織正面臨甚麼挑戰？這完全是兩回事。 

 

如果是民間社會去做，我不覺得有甚麼挑戰，主要的挑戰只是沒資源，假如政府繼續提

供資源讓我們做社區發展工作的話，我不會覺得任何社區有什麼挑戰。我的價值觀信念

就是回應社區的需要，我會相信任何人都是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社區特色；你的挑戰

變成如何變化你的手法，所以我一直說變和不變，不變就是你的價值觀和信念，尤其是

你是一個社工，變得是你的手法和對象，所以我覺得要分清楚，如果我們一般地區，我

們跟民間團體的工作應該沒有太大的分別，只是社會不同了，政治氣氛不同了，你做的

工作就自然會不一樣。 

 

 

政團就面對很大的挑戰，因為對手目前三樣都在做，包括社區福利、社區服務及社區組織，

他們在社區組織上一樣都在爭取一些小社區的事件，到最後的目標當然是爭到議席。 

 

民協的目標是不是全放在競爭議席呢？我們當然會考慮到議席，否則就不會考慮參選。

但我有社工的身份，當我做議員的工作的時候，我會用社工的特色去做議員的工作；但

面對自己的議員辦事處、議會或做議員的身份時，我的確是面對一些限制，不能完全用

社工的方式，因為如果我繼續只用社工的手法，我就可能不再選贏議席了。  

 

 

主持：江貴生（民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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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政團面對社區工作上的問題比民間團體複雜，民間團體可以有空間去思考如何介入

政治，或者將街坊政治化。民協爭取議席的概念是：用社工的手法去推動一些事情，以

及去感染這一班在社區裡的人，會有一點意識上的提升，因為社工經常會提到社工提升。

目前面對的困境是，建制派抄襲了你的手法，他們既在區內既做社區服務，又做社區福

利，再加上其他的小修小補，他們通通都做得到。因為政府對政治團體採取親疏有別的

態度，故在社區問題上政府較傾向聆聽建制派的意見。在一個資源不對等，但建制派能

夠做的工作比我們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如果有民間團體，他們累積到一定的經驗，然後開始考慮參政的時候，他們必然要面對

建制派壓倒性資源的這個問題。中共暫時未有太多方法對付香港的民間團體，因為民間

團體在規模上相對比較細；但當你參選區議會，甚至成功當選後，中共就自然有方法去

對付你。 

 

剛才許錦成提及到民協一直的變化，近年連社區工作都開始面臨很大的衝擊，例如過去

主張的社區為本，我們盡量去發掘街坊的需要，以及處理、服務、組織街坊去解決一些

問題，但現在可以解決的、或需要透過組織去解決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少，能夠針對的社

區政策已經消失得七七八八。在手法上，有些人覺得我們做了三十多年，但一直沒有結

果，然後叫我們離開。這些評論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答案，到底這套方法是否真的沒

有用？新、舊之間到底是不是一個真的衝突呢？ 

 

接著下來我們有請呂大樂教授評論剛才許錦成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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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呂大樂教授(教大亞洲及政策研究系教授)  

 

我先做補充一下我對民協發展的理解和淵源。我在 77 年曾經擔任 SoCO(社區組織協會)

的義工，那時馮檢基是 SoCO 的職員，因此與他相熟起來。83 年馮檢基參與市政局的時

候，我也有幫忙助選。我與梁錦滔、譚國僑是浸大同學，我們曾一起在安置區搞補習班

和社區組織，所以八十年代跟他們很熟。 

 

我理解的居民運動、民協，甚至現在社區參與的轉變，是不能避免將討論追溯到 SoCO

的發展和歷史。SoCO 邀阿倫斯基的徒弟來港，分析香港採用阿倫斯基式社區鬥爭的可

行性，研究後說香港應該做不到，但 SoCO 的成員沒有理會，結果又真的做到將阿倫斯

基的理論引入香港，這是相當有趣而又諷刺的歷史發展。SoCO 引入社區行動，在社工

界推動社區發展等服務工作。受過阿倫斯基式理論影響的社工，他們在業餘時期或工作

的框架下，支援自己的社區或其他社區組織和行動，這是七十年代初至中期重要的發

展。 

 

於是你可以在不同的社區看到：例如楊森在觀塘組織天台木樓的居民、馮檢基在大坑東、

馮可立在九龍灣……你在不同的區內都看到類似的組織團體的出現；而同一時間，港英

殖民政府正值推動清潔、反暴力罪行等運動，所以那是一個頗微妙的時間，殖民政府很

努力去發動所有的機器去推動她的社區組織，同一時間有很多居民在她的系統以下成立

了自己的組織，雖然當時仍然是有舊派的「街坊福利會」。 

 

除此之後，親中團體也有自己的社區組織的，我記得以往的觀塘早已有「蛇齋餅糭」式

的活動，例如一元包旅遊車去旅行和燒烤，在那個年代來說是相當吸引的，不過在七十

年代的氣氛來說，親中團體是不會介入社會的，除非他們覺得不介入不可，這是親中團

體在 1967 年後面對的尷尬情況，因為如果繼續要衝擊殖民政府就好像延續了 67 暴動的

路線。況且毛澤東提出了三分世界的理論，英國都只屬於第二世界而已，他們要真正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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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的對象是美帝和蘇修，英國並非他們的主要敵人，所以在當時的社會狀況底下，盡量

減低衝擊殖民政府，免得動員群眾上街要求終結殖民統治。於是左派只搞蛇齋餅糭，就

算見到有社會矛盾都不敢介入和處理。 

 

「街坊福利會」更不會處理社會矛盾，因為它是政府栽培出來的，而且他們老化的問題

頗嚴重，於是出現了剛才許錦成所說，如果那個時期任何人敢進入社區做街訪，只要夠

努力的話，怎樣都會做到點成績出來的，甚至去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地區選舉也如是。我

記得陸順甜出來參選油麻地區，那時的油麻地被視為不可思議的世界，為甚麼這樣說呢？

首先油尖旺充斥著黑社會或龍蛇混雜的人；另外有些私人樓宇的社區，根本連門訪也做

不到，那麼如何進行選舉工程呢？於是陸順甜就決定擺街站，他在街頭放一塊宣傳板，

然後就開始派單張，向街坊講解他們居住的環境出現了甚麼問題，例如有街坊反映房屋

的滲水問題的話，大家就商量一下如何去處理問題。今天就算泛民擺街站，市民不單不

會去提出問題，可能會直接指罵你，但這些社區組織卻可以在港英系統之外存在。 

 

事後回想，這是香港七十、八十年代的城市發展，而且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轉變，由麥理

浩年代通過興建公屋，然後去推動新市鎮的過程，基本上每天都有社會矛盾爆發的，所

以那個年代很多人參與涉及搬遷徒置、舊式公屋的行動。 

 

地鐵通車後就出現了微妙的佈局，就是加快規劃原本短期內不會發展的土地(如九龍灣)。

九龍灣曾經是一個巨型的安置區(約 60-100 幢的樓宇)，你如果從安置區的一端步行至

另一端需時約三十分鐘。一旦出現了地鐵系統後，沿線的房子就一定要清拆，然後興建

新的房屋，結果一拆就要搬遷。同一段時間，你又要面對大量的非法移民來港，當時政

府亦要處理木屋區的問題，於是又要進行木屋遷拆的工作，這樣就會騰出了原本在市中

心內未發展的山坡和土地。 

 

第三是舊式公屋的設備是很破落的，但是當時的政府沒有很清晰的地區重建計劃。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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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晚上去探訪大坑東的社區，你會見到父母兄弟守在浴室門口，以防止別人偷窺，原因

廁所、浴室的門是破爛的，只要經過打開門就可以看到人在洗澡。我記得油麻地艇戶事

件期間落區派傳單，那一天正在下滂沱大雨，你將傳單遞入房門後，轉眼間小朋友便把

你的傳單摺成紙船，然後你就看到這小紙船在走廊上漂浮，因為每逢下雨房子就會水浸，

浸到約一吋高的水位，今天你是很難想像如此惡劣的居住環境。 

 

還有當年木屋村大火，我當時在浸會大學唸書，有一次我讀報紙看到昨晚馬仔坑大火，

然後就決定與梁錦滔、胡文龍等去探訪馬仔坑居民，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忙，到了馬仔坑

時發覺居民仍未徙置，大家正圍坐在一些，擔憂不知如何是好。你作為一個學生，然後

與這些街坊聊天，就發現可以開始組織居民。前一晚大火，第二晚其實民政處還未落區，

徨論做居民登記等基本工作，你就可以開始組織這一班居民，你就變成組織者了。 

 

當時的社會就是充斥住大量的搬遷徒置、舊區重建的事件，因而你會看到七、八十年代

出現大量的居民參與，背後是社工支援的居民組織出來的。所以去到七十年代末，香港

開始討論壓力團體政治，因為覺得如果只是區內的個別事件，是不足以影響政府，於是

開始成立壓力團體，例如公屋評議會，實踐「點線面」的策略，並圍繞著房屋議題發展

壓力團體出來。 

 

壓力團體又可以發揮多大的影響力呢？當時還未有政治化和政治參與的議題，因為港英

政府不會下放任何的位置出來，所以當時討論的是壓力團體政治等問題。這個過程慢慢

開始出現了一些衝擊，那個年代的居民組織，是有別於互助委員會，因為他們不只敢於

觸碰社會矛盾，更有街坊的參與和領導。假設你要培養一個街坊領袖出來領導行動，最

理想是當進行記者招待會或行動時看不到組織者，最好所有出席都是街坊來的，其他人

應該隱藏起來，或者假扮街坊，千萬不要讓人察覺，否則你就會被人批評為包攬代替。

培養一個街坊領袖是關鍵的考慮，過程需時甚久，人數亦不會太多，七十代末大家都在

慢慢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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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到八十年代初，才開始出現區議會直選，區議會最初出現的選舉其實不太吸引，因為

區議會只是一個諮詢組織而已，但下一步面臨前途談判的衝擊，市政局會亦會出現選舉，

於是引起當時社區或行動組織者圈子的討論，其中一個熱熾的討論是，到底馮檢基應否

去參選呢？大家辯論了一段時間，主要的爭議在於到底加入建制的目的是甚麼？所謂的

「又傾又砌」、「位置之戰」等論述是在這個背景開始提出來，你要將參與變為一個合理

化的想法，一開始其實沒有想得很長遠，未知道如何與前途問題掛鈎，但如果港英政府

開始在地區選舉內做好大的動作的話，而你很快就要面對一個大的挑戰，就是她有一些

足夠民意、新的地區領袖，及新的組織出來，你到底如何跟他們抗衡呢？他們就更明正

言順地參與選舉，然後支持政府政策，你抗議的氣勢就會減弱。 

 

 

於是馮檢基與李植悅帶頭在深水埗參與區議會的選舉，許錦成剛才也提到 80 年代中期

至後期，是居民組織參政的黃金時期來的，當時的討論是到底香港會否出現「公屋黨」

呢？因為公屋評議會派出的參選者，幾乎百分百當選的。記得當時建制派(工商界)的代

表李鵬飛覺得這些選舉很不公平，因為組織者可以去社區動員居民去投票，當然對社工

有利，因為他們在屋邨工作了一段長時間，但工商界人士連屋邨的位置也沒有印象。當

時的李鵬飛講過一句名言，到現在我仍記憶猶新，他用了半生的精力去獲得政府的委任，

按步一級級升上立法會行政會，但當前途談判開始時，這班年輕人走出來要求「港人治

港」、「香港民主化」， 忽然間政府「改球例」，工商界難以適應之餘亦覺得不公，因為

假如鬥「落區」的話，就一定鬥不過社工，社工可以與街坊打關係，但商界連誰是街坊

也不太清楚。當年有這種說法，背後是因為七、八十年代城市的矛盾都是集中在徒置、

搬遷、舊區重建的問題上，因此亦容易在公屋社區獲得大幅群眾支持的基礎。 

 

過去雖然有公屋評議會的出現，但但沒有真正扣連、擴闊，甚至走出以公屋或與居住有

關的議題。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我們可能錯過了探討成立工黨的時機。你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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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社區孕育了這一批的力量，而這班人可以進入議會內，但到底要搞一個怎樣的議程

出來呢？又或者想帶甚麼入議會呢？ 

 

當然下一個階段，八九問題將問題變得難以涵接，完全變成是另一個議題。它已經將香

港政制發展的主要矛盾變成中、港之間的矛盾，不再是單純的民生議題。所以大家都忘

記了那幾個轉變，例如當初工商界最害怕民主化是因為這班公屋群眾，所以反對進一步

民主化，因為擔心大派免費午餐，反免費午餐是當時最主要考慮的問題，他們擔心基層

的選民會坐大，所以不能進一步民主化，不能將當時的議題涵接。 

 

第二個大問題是八十年代中期，議會的發展是非常急速的，急速到短時間內開放全部議

會，甚至議會的議席是可以透過間選選入立法會，然後突然又開放立法會選舉。這速度

甚至快過基層組織者所能涵接的，因為他們在短時間內難以培養到可以應付立法會的人

選，例如他們做立法會議員會講些甚麼呢？或者做甚麼？議程是甚麼？這是當時涵接不

到的東西。 

 

當然事後去看可以有不同的觀點，其實這個組織者與被組織者的關係一直都存在一個微

妙的理解，七十年代組織者的主要目標是要在社區內組織到一個街坊代表出來。當時沒

有「充權」這個一詞，但我們在 SoCO 學到的理論是「任何一個綿羊見到血就會改變，

不會再如此純品」，所以我們要讓他們經歷與政府抗衡和衝擊過程，這樣他們就會有意

識和角色上的改變。記得梁錦滔、譚國僑進入一個相對和平的社區工作時，他們的手法

是搞補習班，一兩個月後就說因為關心學生的學習，所以想接觸家長會面，見到家長時

就提到沒有休憩的地方，可否叫房署將一個有蓋的安置區用來做溫習室，家長當然會贊

成，於是要找一個家長代表或街坊，帶領我們爭取一個溫習室的空間，你要用這個過程

找一個家長代表，但最終能否成為領袖其實充滿了未知數。還有另一個規矩，就是爭取

的過程到最後決定行動的去向仍然是那些街坊，如果他們爭取到自己接受的成果，就算

你如何不甘心都要鳴金收兵。這些是以前必須要考慮的東西。當然背後是有精英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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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因為我是精英，我在組織街坊，不過我不可以代替他們，所以我要「捧」或「湊

大」這些街坊成為跟我類似的人之後，我就可以離開了。 

 

你可以批評他們是精英主義的行為，或者是假的「街坊主義」，當然現在會有人說我身

兼街坊和組織者的身份，於是我就可以做領袖。但當八十年代議會議席速度的增長快過

你可以準備的時候，於是更多社工或活躍於壓力團體的人就直接去參政了，包括教協、

司徒華都自己走入議會，當然這也包括香港的前途問題大議題，所以注意力都會有大改

變。如果我們分析九十年代越來越多人參政後，居民組織是否走入衰亡？想回到衰亡並

不一定只關參不參加選舉的問題，你一定要看議會渠道開放的速度及議題的改變是甚麼。

如果我去總結以上的歷史和經驗，我覺得的確是無法扣連、立足在草根而又清晰的政綱，

又能夠將不同的點串連在一起。你可以說是錯過了機會，或者有心無力做不到也好，我

自己個人的意見認為，當年即使很努力亦不一定會成功的。 

 

大家不要忘記八十年代後期，以至九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對一般的草根社區而言，是一

段頗為風光的時光。記得我當時做博士論文，題目是外快女工，所以經常走到屯門的屋

邨做訪問，做完訪問後我要出去市區，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要早走，然後街坊晚一點下

來遇到我，問我為何要等巴士，坐小巴吧。他們還會教訓我：「唉，年輕人，有時花點

錢省點時間，很容易就會賺回來，只要我今晚回家多車一兩件衣服就可以賺回來了。」

那個年代大家都相信這一套。我當時又認識一位車衣女工，她是可以賺到一萬多的薪金，

只要願意加班就可以賺得到；她的丈夫是中港貨櫃車司機，人工很高，但不幸地在內地

有了外遇，所以當時就算在公屋內講草根的議題，到底有沒有人理你呢？我不清楚，可

能他們關心的是另一個議題。 

 

可能還有其他缺憾，八、九十年代不少市民由市區搬到新市鎮，我記得當年有居民被安

排住在威爾斯親王醫院附近的位置，那時居民覺得位置很不方便，但現在已經有地鐡站

在附近了。那個年代沒有再進一步去掌握其實新市鎮再下一步發展，到底社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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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地方在哪裡？有甚麼可以做？唯一屯門區可以探討交通、學校等問題，其實亦缺

乏推動進一步發展。 

 

 

另外，當社區逐漸出現大量新的議員之後，很多街坊覺得與其跟組織者慢慢開會從長計

議，然後再選一個居民代表，再討論去不去請願…..倒不如直接找議員去反映和跟進問

題，這些都是組織者不能迴避的問題。事實上建制派都出現了改變，九十年代他們的確

有一個很大的調整，就是他們都要準備迎接回歸，以至可以成為未來管治的重要基礎，

因此他們都會開始搞社區工作。 

 

我認為民協當年的前瞻性意識仍然不足，看不到整看不到整體社會、政治環境的大轉變，

甚至可以帶出甚麼新議題出來。 

 

以至今天，公屋評議會還存在嗎？ 

 

─────────────────────────────────── 

講座背景：過去十年，在急風驟雨式社運下，彷彿只有建制派才會以社區作為平台。沒

多少人提起一些民主派及民間團體，其實都以(或現在仍以)社區為家，留下不少有關七、

八十年代社區動員及人民抗爭的火紅記憶。如今，在「網絡社區」、「網絡動員」流行話

語下，社區是否難再作為團結及抗爭的平台？或此刻正需要有心人重塑社區經驗，注入

新的元素？ 

 

主辦：基層大學  

協辦：城大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 

 

本文整理自 2017 年 2 月 26 日﹝重塑社區經驗講座系列：第二節 民協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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